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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繁难进程

———以昔阳县的合作化运动为例①

法国普罗旺斯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法国图卢兹第二大学　吴明煌

　　摘要：本文通过对１９４４年山西省昔阳县东丰稔村的个案研究，探讨中国革

命的繁难进程。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国家意志和政策与农民传统价值和行为实

践之间的交错互动使中国革命呈现出国家对农村生活强权渗透的特点；面对农民

对国家渗透的普遍抵抗，共产党外来干部采取了各种激励机制，以使合作化运动

得以继续，这些机制成为１９５０年代农业集体化的制度建设来源。

关键词：共产主义革命　华北　昔阳县　合作化运动　互动

本文以山西省昔阳县东丰稔村春秋季节性互助组②为研究对象，探讨互助组

的发展过程及最终命运，并展现繁难 （ｈｙｂｒｉｄ）的社会变迁中，代表中央权威的

中共外来干部、村庄积极分子与华北农民之间复杂互动的图景。为了作对比研

究，本文同时还考察了昔阳县其他两个村庄的合作化运动。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阶段，也是华北敌后

根据地乡村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５：１８７～１９６；Ｋｅａｔｉｎｇ，１９９７：

２０５）。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国家可以通过合作化整合并利用乡村的各种资源，建

立连接国家与农户的纽带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５：１８７～１９６）。有学者因此从乡村社会

建设和草根民主政治发展的视角对合作化运动进行分析 （Ｋｅａｔｉｎｇ，１９９７：２１７）。

学者的研究表明，合作化运动开始时是成功的，这主要因为共产党人尊重农

民基于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农业合作传统 （Ａｕｂｅｒｔ，１９８２；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①

②

十分感谢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法国外交部、日本早稻田大学以及日本学术振
兴会为本研究提供的经费资助。我在山西调研期间得到了王先明及陈女士、渠桂平、张醉李、

魏宏运和田酉如的热情帮助。我很感谢他们。Ｒａｍｏｎ　Ｈ．Ｍｙｅｒｓ、Ｔｈｉ　Ｍｉｎｈ－Ｐｈｕｏｎｇ　Ｎｇｏ、Ｋａ－
ｒｅｎ　Ｆｒｉｃｋｅ、Ｒａｎａ　Ｍｉｔｔｅｒ、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Ｓｈｕｅ、Ｅｄｄｙ　Ｕ、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ｅｅｄ、Ｖｉｒｅｎ
Ｍｕｒｔｈｙ、Ｍａｒｃ　Ｌａｇａｎ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ｕｎｄｅ，邓宏琴以及两位匿名评审人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提供了
富有洞察力的修改意见及有益评论，谨致谢忱。

昔阳县虽因大寨而闻名，但大寨的农业组织模式是在１９６０年代建立的，已经经历了

１９５０年代的集体化和大跃进，与１９４０年代东丰稔村的合作组织形式相比，两者的社会背景完
全不同。关于两者的比较需另撰文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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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１：６３、６５、６９）。在农民家庭经济中，农民会在农

忙时节进行短期合作，交换劳力、耕畜或其他农作资本，以解决生产资料的不

足。这种合作一般在朋友和亲戚之间进行，持续时间较短；农忙结束后，大家合

议没有必要继续互助时，合作即行终止 （Ｍｙｅｒｓ，１９８６：２４９）。有学者从社会生

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和社会政治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的角度来研究合作化运动 （Ｋｅａｔ－

ｉｎｇ，１９９７）。另有学者强调合作组织得到地方政府的资金与政治支持 （Ｆｒｉｅｄ－

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１：６３、７０、７９）。随着互助组逐步发展壮大，

内部也变得日益复杂，共产党推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互助形式的合作化运动

（Ａｕｂｅｒｔ，１９８２；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１：１１６）。总之，诸多

学者从国家层面的各个角度对合作化运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与上述研究成果不同，本文着力从乡村基层社会的角度剖析合作化运动，认

为合作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既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又遭到农民的抵抗，是两者

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些研究根据地的学者已经指出，不同层级的共产党组织内部

具有高度自治，这使农民与共产党之间也发生了一些暂时性变化 （Ｇｏｏｄｍａｎ，

２０００：９；Ｍｉｇｄａｌ，１９７４：２５４；Ｈａｒｔ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９：２９；Ｌｅｖｉｎｅ，

１９８９：１６４）。本文将论证指出自治程度的高低对根据地革命特质形成的影响，以

及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共产党强加给农民互助合作的意志如何遭到他们的

抵抗 （Ｔｈａｘｔｏｎ，１９９７；Ｌｉ，２００６）。

根据地繁难的变革进程表明，农民和地方干部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习惯行为与

国家强权政策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１：

８１；Ｎｇｏ，２００７）①。从１９３０至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农民和地方干部的抵抗迫使中共

① 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讨论了中国革命进程中农民传统对国家政策的抵抗。他们
指出：农民在乡村社会的交往实践主要是基于地缘、血缘关系，如亲戚、邻居或是同一个村
的，而不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１：８１）。吴明煌
（Ｎｇｏ，２００７）也持同样看法。屯留县位于山西东南部，与韩丁 （Ｈｉｎｔｏｎ）《翻身》研究的村庄
所在的潞城县相邻。居住在屯留县东部的大部分农民组织参加过义和团，建立了宗教仪式和
各项规则，并发动反对土地革命的叛乱。事实上，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５年，惨遭日本蹂躏的农民期盼
的是和平，而拒绝卷入反对当地士绅的土地革命斗争中。在１９５０年代早期的中国，这种农民
反对土地革命的叛乱在各地都有发生 （Ｐｅｒｒｙ，１９８５）。屯留县共产党员试图动员农民斗争抵制
土地革命的地主，但事实正相反，农民听从他们的领导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农民动
员转变为派别斗争，而不是共产党所期望的阶级斗争。１９４８年，各地相继发生了一些与乡村
士绅社会网络有密切关联的地方干部对抗代表中央权威的共产党外来干部的现象。地方干部
认识到，只要士绅能够代表地方的利益，就会在地方树立威望、赢得信任，成为权力和权威
的来源。关于中国乡村社会中传统权威的概念，参见Ｆｅｕｃｈｔ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１９９７；Ｆｅｕｃｈｔ－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０１；以及王先明，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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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对农村骚动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Ｔｈａｘｔｏｎ，１９９７；Ｌｉ，２００６；

Ｎｇｏ；２００７）①。１９４４年，农村对合作化运动的抵制比较普遍，不仅来自地主、

富农，也来自贫农和中农，甚至还有妇女，这迫使共产党领导人不能盲目过快地

追求集体化，只能稳步推进劳动报酬计划 （Ｓｈｕｅ，１９８０）。正如过去的事实证明

的那样，精细的劳动报酬方案不是十分有效，在大多数互助组里农民们的劳动效

率并不高 （Ｋｅａｔｉｎｇ，１９９７：２２０）。国家虽然通过互助组织的制度化建立了对乡

村的控制，但农民以消极抵抗的方式予以回应。他们很少敢于与外来共产党干部

发生正面冲突，而常在暗地里发表他们的不满看法 （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５、１９９０；Ｂｉａｎ－

ｃｏ，１９９５）。

传统的互助组

昔阳县位于山西中部 （晋中），１９３６年全县３５，５５１户，４９２个自然村，每个

村庄大约７０户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７７）。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昔阳县与山西、河北、

河南的部分地区一样，属共产党太行根据地革命政权领导。这里处于穷困的高山

黄土地区，除了一支由民众组成的运输队外，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基本是封闭

隔绝的状态。不仅如此，昔阳县还因为严重的干旱分别在１９２０、１９３０、１９３９年

大量亡失人口。１９２０年昔阳县大旱，２８３３人因饥荒而死亡；１９２１年全县人口锐

减为１３１，８４４人，与１９１２年时２０３，８５０人相比，损失近三分之一人口 （昔阳县

志，１９９９：１３、１２５）。昔阳县处于施坚雅所称的华北区域的外围部分 （Ｓｋｉｎｎｅｒ，

１９７７：２１１～２１３）。１９３６年，全县耕地面积４７９，２００亩，但只有不到１００亩土地

是肥沃的水田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５２２），这些恶劣的生态环境导致了昔阳县的普

遍贫困。

与太行根据地其他地区相比较，昔阳县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更为突出 （太行

革命，１９８７ａ：１７６；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５４）。中国共产党经过调查分析后发现，

１９３６年本县８１２户地主仅占全县总人数３．３５％，与太行区其他县份的１０％相较，

人口比例较低 （齐武，１９９５：２８３；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５３），但占地却高达

３３．１７％。他们继承了祖先的土地，并世代累积起来 （见表１）。因租佃土地比雇

工经营获利更多，地主宁愿将三分之二的土地放租，收取２～４斗米的定额租金

① 繁难的革命进程在笔者的其他研究中同样存在。１９４８年，外来共产党员面对地方干
部的抵抗做出调整，但同时也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和反省等手段将共产党的 “贫雇农”路线
灌输给他们 （Ｎｇｏ，２００７）。同时参见Ｎｇｏ，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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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５４）。

在生活水平上，掌握村庄权力的士绅只刚刚超出人口占多数的普通农民

（Ｈｉｎｔｏｎ，１９６６；王先明，１９９７、２００５）①。在山西晋中地区，士绅占有土地基本

在三四十亩左右 （王先明，２００５）。频繁的旱灾是这里的农村生活保持低水平均

衡状态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富农、中农还是贫农，拥有的土地都十分贫瘠，且分

散在山石地区。仅有一些少量的不在村地主通过经营贸易、放高利贷或出租土地

给相对宽裕的农民等手段盈利，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 （太行革命，１９８７ｂ：６８；

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５：６４）②。例如，商业高利贷地主宋立志是少数敢于将现金用于风

险投资的人之一，他有８２５０亩土地，在省会太原和商贸金融中心天津开设有商

号，在山西银行也有投资 （太行革命，１９８７ｂ：６８）。

在乡村中，各家的积蓄将少数富裕地主、普通士绅与贫苦农民的生活区别开

来。皋落地主冀玉林家年收入平均３４００元 （人均年收入４２５元），其中农业收入

２１５０元，牧业收入１０００元，其他收入２５０元，在当地非常有名 （昔阳县志，

１９９９：１４５）。在城关、东冶头、皋落和沾尚等乡镇集市上共有１５６家店铺 （坐

商），资本总计二十余万元，主要经营杂货铺、粮店，批零兼营 （昔阳县志，

１９９９：３０３）。其中皋落赵家油坊和南关德义盛染坊比较兴盛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

１５）。

挑担小贩 （行商）常常在各个村庄之间游走叫卖，用日用杂货换回粮食、鸡

蛋及旧铜烂铁废麻绳，也有用现金交易的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３０３）。一些农民专

门以此为生，更多的人则仅在农闲季节买卖他们的农产品。另外，农民们有时还

在周围各个村庄形成的定期庙会和集市上进行贸易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３０３）。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调查者发现，在太行根据地有一个县比本地区其他任何

地方都贫苦，平均有４０％的人口是贫农和雇工，４１％是中农。但昔阳县似乎更

穷，因为有５７．２３％的人口是贫农，３４．５％是中农 （见表１，齐武，１９９５：２８３）。

昔阳县贫农人均耕地仅１．６４亩，他们大多依靠打日工和短工来维持生计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５３；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５：１７）③。另有２３，７９６个无地农民当长工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４５、１５３）。这些长、短工的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男女长

工的年薪分别是２４元 （相当于８００斤米）和１６元，是全省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二

①

②

③

王先明认为地主与士绅是有区别的。在昔阳县所在的晋中地区以及晋西北地区，士
绅仅仅拥有三四十亩左右的土地，而地主则大都拥有千亩左右的土地。参见王先明，２００５。

在高度商品化的地方有大量的不在村地主。参见黄宗智，１９８５：６４。

华北农民已经经历了半无产化过程。参见黄宗智，１９８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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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４５、１５４）。男女短工收入 （每月分别为２．６元和１．５元）低

于全省平均工资３５．５％和４０．９％。

表１　１９３６年昔阳县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

项 目

阶 层

户数

占总

户数

（％）

人口

占总

人口

（％）

占有

土地

（亩）

占总

土地

（％）

人均

土地

（亩）

户均

土地

（亩）

地主 ８１２　 ２．４３　 ４４７９　 ３．３５　 １７０，８４５　 ３３．１７　 ３８．１４　 ２１０

富农 １６３７　 ４．９１　 ６５７７　 ４．９２　 ６１，１６６　 １１．８８　 ９．３０　 ３７．４

中农 １１，３６３　 ３４．０５　 ４６，１２１　 ３４．５０　 １５７，７３４　 ３０．６３　 ３．４２　 １３．９

贫农 １９，５６０　 ５８．６１　 ７６，５１１　 ５７．２３　 １２５，２０７　 ２４．３２　 １．６４　 ６．４

合计 ３３，３７２　 １００　 １３３６８８　 １００　 ５１４，９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５　 １５．４

资料来源：《昔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昔阳县志》，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７月，第１５３页。

日工不分男女，收入均为０．１元，分别低于全省平均工资４１．２％和９．１％，

一些长工不得不以身抵债，终年劳作不获分文，甚至终身负债累及子孙 （昔阳县

志，１９９９：１５４），上百户家庭被迫卖掉自己的孩子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４５；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１：５２～５８）①，许多无地农民靠乞讨度

日，上千人无家可归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４５）。

因太行根据地的佃户仅占当地农村人口的一小部分 （Ｈｉｎｔｏｎ，１９６６：３９；

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５：１１４～１１７；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１：８１），中

国共产党的农民动员并没有激起他们对地主的仇恨 （Ｗｏｕ，１９９４：２９８～３０３、

３８０；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５：１１８；Ｎｇｏ，２００７：３３）。不过，在外读书的青年学生曾在

他们的昔阳县家乡发动了一场反剥削运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北京清华大学学生李

一清和在太原读书寒假回昔阳的学生，发动了打倒重利盘剥民众、勒索民脂民膏

的县商会会长宋乃金和县财政科长范儒煌的斗争。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罚洋

８００元，范被撤销了财政科长职务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４）。１９３５年，李一清和

共产党员乔增禄等组织发动昔阳学生砸毁赵福成的官盐店，因为他垄断了盐的供

应并以高昂价格出售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５）。

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５年抗战结束，昔阳县被日军控制的平辽公路分割为两部分

———公路以东的昔东和以西的昔西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５３７）。１９４１年，中共昔

① 书中对河北省１９４３年促成互助合作的饥荒以及人们的悲惨和绝望等有令人惊奇和感
动的描述。参见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１：５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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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县委组织三十多个雇工进行了一场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持续近三天。工作队

于１９４１年４月进入村庄，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１９４２年２月日本扫荡破

坏了当地的群众斗争，后抗日县政府再次组织群众武装，迅速恢复对昔东根据地

的控制，并重新展开减租减息斗争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２５～２７）。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１

日，日军再次发动对昔东根据地的扫荡，之后紧接着爆发了一场特大旱蝗灾害，

太行根据地灾民达３６０，０００人 （太行革命，１９８７ａ：１７０）。为了克服困难，恢复

秩序和保持家庭、社会的稳定，边区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如严格限

制离婚指示，禁止宰杀耕畜通令，反对印制假冀钞紧急指示，禁止副食品出口通

知等 （太行革命，１９８７ａ：１７７）。

中共昔东县委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于１９４３年３月发起百日纺织运动，紧

接着所有村民和地方干部都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 （太行革命，１９８７ａ：２７）。１９４３

年９月，抗日政府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批斗被认为是汉奸特务的地主富农，将其

土地及其他财产没收充公并重新分配。减租减息运动提供给地方干部另一个动员

农民的机会 （太行革命，１９８７ａ：２８），共产党通过地主富农出售、贫苦农民购买

的方式实现了土地的重新分配 （Ｇ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０：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

地主和地方官员的斗争仍然接连不断，从他们仓库里没收来的粮食被移交给抗日

县政府，并作为物质奖励分配给农民，以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

１９４３年，中共昔阳县委挑选一批村庄进行从传统的互助组向共产主义合作

社过渡的试验，东丰稔村正是这些试点村庄之一。东丰稔村位于昔东县，距离日

军占领的昔阳县城２２公里，距离皋落镇７．５公里。皋落镇是中共地下昔阳县委

———被认为是八路军的办事机构———的所在地和避难所。从１９４１年９月开始，

昔东处于冀西区党委领导控制之下。减租减息运动之前，昔东县各村庄政权掌握

在轮流当选的村长 （或村政）手中，他们尽管被期望成为国家政权在村庄的代理

人，但往往为了自身所在共同体的利益行事 （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５：２４１）。大部分村民

是从２０世纪初开始不断从外省逃荒来到昔阳县开垦荒地的移民。与华北其他地

区一样，昔东县农村社会的半无产阶级化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移民和出卖劳力的

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村庄里没有形成高度组织化和势力强大的宗族组织

（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５：２９～３０；Ｍｙｅｒｓ，１９７０：１２６）①。户是华北农村最基本的经济社

会单位，家庭生产的目的是将收入最大化以便购买土地 （Ｍｙｅｒｓ，１９７０：１２６；

Ｍｙｅｒｓ，１９８６：２４５）。

① 黄宗智的研究表明，华北地区没有具有较强凝聚力的宗族组织，与长江下游和珠江
三角洲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马若孟同样指出宗族在华北的乡村生活中扮演的是边缘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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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鼓励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建立传统的农民

互助组 （Ｃｈｅｎ，１９８６：２１５～２１９；Ｗｏｕ，１９９４：３２０～３２２；Ｋｅａｔｉｎｇ，１９９７：

２１７）。在土地贫瘠的山区如昔阳县农村，春季时农民为开垦荒地建立劳力合作组

织 （当地称为 “工合”，刘岱峰，１９４３）。这种 “工合”往往由１０至１５个年轻的

贫农和雇工组成。有工头１人，参加农业劳动并监督大家遵守 “工合”内部的规

则；有 “记账”１人，在变工的基础上记录工分 （刘岱峰，１９４３）。

共产党也鼓励农民建立变工队 （也称 “拨工组”）。这种劳力组织按另一种较

为普遍的传统互助形式组成 （Ｗｏｕ，１９９４：３２０～３２２），即以等价交换为原则进

行变工，其结合是临时性的，并局限于近亲之间 （刘岱峰，１９４３）。尽管在变工

时没有进行详细计算，但农民很关心变工的每一方在工作量上的平等交换。这些

传统的互助协作方式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互助组奠定了基础 （Ａｕｂｅｒｔ，１９８２：

４０７～４２９）①。

在昔阳县以及太行根据地的其他地区如河南省，劳力和畜力的缺乏使互助组

对农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Ｗｏｕ，１９９４：３２０～３２２）。因此，当１９４３年县政府提

倡建立互助组开垦荒地时，农民很乐意加入其中。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提升了自己

的地位、变为贫农或中农的村庄积极分子成为村民建立互助组的积极领导者。比

如东丰稔村２７岁的张甩成，其社会地位由雇工转变为贫农，并被推选为工会主

席。他拥有２２亩土地，其中１１亩是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从地主手中购买的。同

时，张还花费三分之一的时间当雇工，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减租减息运动虽

然给张甩成和他的邻居张臭保和田丑仁提供了土地，但三家农户在农忙时节都缺

少劳力，田丑仁的生活尤其窘迫，因为他家只有一个劳力和一头牲口，却必须负

担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张甩成于是劝说臭保和丑仁在１９４４年春天建立了变工队

（拨工队）（Ｗｏｕ，１９９４：３２３）②，并使他们相信这是一个长期解决劳动力短缺问

题的好办法 （ＸＤＤ，１９４４）。

农村传统的互助组一般由三到五个具有亲戚关系的成员按照自愿原则组成，

并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张甩成的变工队与此类似，且尤其强调自愿原则，队内

也仅限于劳力合作。各成员的田地紧挨着，便于机动地变工，张的变工队因而既

简单又灵活 （刘岱峰，１９４３；Ａｕｂｅｒｔ，１９８２；Ｗｏｕ，１９９４：３２３；Ｃｈｅｎ，１９８６：

２１５～２１９；Ｋｅａｔｉｎｇ，１９９７：２１７；Ｎｇｏ，２００７：１７４）。在张的变工队里，没有任

何计算完成任务花费时间的体系，也没有任何评估劳动效率的有效机制。张在早

①

②

对传统农业合作形式的描述，参见Ａｕｂｅｒｔ，１９８２：４０７～４２９。

共产党发动建立的变工队在华北根据地普遍可见，参见 Ｗｏｕ，１９９４：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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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把人召集到一起进行劳动。农忙结束后，基本没什么农活了，变工队就自行解

散，直到第二年的农忙季节 （Ａｕｂｅｒｔ，１９８２）。

在昔阳县其他村庄里，从减租减息运动中获得好处的村庄积极分子也同样建

立了基于邻里、亲戚关系的传统变工互助组织。例如，张家庄村中农王巨宾是早

先的移民，也是当地农民协会的主席，他积极响应共产党号召，领导建立了传统

的互助组。这一组织同样在农忙结束之时自行解散。他劝说另外两个移民———他

的亲戚王立义及光丙午加入互助组。王巨宾一家三口，有１４．５亩水田；王立义

一家六口，有２３．７亩土地，其中有１２．７亩水田和１１亩荒地，他的大儿子为了

赚取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现金收入，只能兼顾农活；光丙午的处境也大致相同。为

了劝服王立义和光丙午加入互助组，王巨宾努力使他们相信联合起来就可以克服

劳动力短缺的困难，并能帮助确保他们的生活。政府贷款也使他们能够购置一把

铁铲和一根绳子。王立义和光丙午最终同意加入互助组，但要求像往常那样，仅

仅在农忙时节进行互助。王巨宾的互助组非常灵活，且主要是劳力互换 （ＸＦＲ，

１９４４）。

广泛的农民抵抗

一般情况下，只要互助组是经由亲戚邻里关系自愿组建的，就可良好运行。

但是，当代表中共昔阳县委的外来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进入村庄中，试图将传统互

助组转变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合作社，把扩大的互助规模强加到农民身上时，问题

随之产生。工作队干部并不来自村庄内部，而是从别的村庄挑选出来的。他们大

部分来自有能力培养孩子接受初等或中等教育的农民家庭。除此而外，他们还接

受了斯大林主义式的教育，如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整风运动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东丰稔村，张甩成变工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六个

成员，其中张保祥、张喜谷、张维喜、田义栋、王增禄等五人是原变工队成员的

邻居，郭名义是刚刚从河北逃荒来到东丰稔村的移民。在减租减息运动之前，除

了唯一的自耕农张维喜外，所有成员都是雇工。减租减息运动后，变工队成员的

地位都得到了提高。总而言之，变工队由９个２０至４０岁的男劳力组成，其中有

３个贫农、４个中年、１个雇工和１个富农 （见表２）。尽管长期居住在一起的邻

居并不怎么愿意接受移民加入变工队，但政府给予１２０斤粮食的补贴和４００斤粮

食的贷款还是使他们都接纳了这个外来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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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４４年张甩成的变工队

成员

减租减息运

动之前的阶

级成份

减租减息运

动之后的阶

级成份

减租减息运动

之后占有的土

地 （亩）

人均耕

地 （亩）

家庭

规模

牲畜

数量

郭名义 移民 贫农 １５　 １５　 １　 ０

田丑仁 雇工 中农 ３０　 ６　 ５　 １

田义栋 无地雇工 雇工 ２５　 ５　 ５　 ０

王增禄 雇工 中农 ２３　 ３．８　 ６　 ０

张保祥 雇工 中农 ３０　 ６　 ５　 ２

张臭保 雇工 贫农 ２５　 １２．５　 ２　 ０

张喜谷 雇工 中农 ３４　 １７　 ２　 １

张甩成 雇工 贫农 ２０　 ６．６　 ３　 ０

张维喜 自耕农 富农 ５０　 １２．５　 ４　 １

资料来源：《昔东县东丰稔村工会主席张思温互助小组报告材料》，１９４４．６．１，Ａ　１６３－１－

１１４－３；《昔东第四区东丰稔张甩成变工队总结》，１９４４．１０．１８，Ａ　１６３－１－１１４－５；《昔东县东丰稔

村张甩成队一年来发展情形》，１９４５．１．２，Ａ　１６３－１－１１４－６，均藏于山西省档案馆。

变工队从一开始就埋伏着冲突的根源。减租减息运动之前的土地充公使一些

贫农家庭的条件好于中农，如中农王增禄一家六口，２３亩土地，没有任何畜力，

人均耕地是最低的 （３．８亩）。相比较而言，贫农张臭保一家两口，人均耕地

１２．５亩，是王增禄家的３倍多，也是互助组中人均耕地最多的 （见表２）（ＸＤＤ，

１９４４）。这种人均耕地所有权上的差异很可能在变工队的九个成员中引发纷争。

通常，在一些由非亲戚关系成员组成的互助组中，农民们常常害怕吃亏和被

他人剥削 （Ｃｈｅｎ，１９８６：２１６；Ｋｅａｔｉｎｇ，１９９７：２１８）。张甩成的变工队就建立在

非亲戚关系的基础上，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外来移民郭名义尤其麻烦。成员们不

喜欢这个新移民，认为他漂泊不定，是麻烦的根源。中农王增禄、张保祥、田丑

仁抱怨他们必须爬上山去帮助郭名义耕种１５亩荒地，而且认为郭名义是所有移

民中最糟糕的，因为他不会做山西的农活。他们害怕郭名义从自己身上获得好

处，想让郭退出变工队。一些成员吵嚷着如果让郭留下来他们就退出变工队。张

甩成努力劝说变工队成员同意让郭留下来。他争辩说，如果没有郭，变工队仍然

必须再耕种１５亩荒地，而且会比现在更辛苦。张提醒这些威胁者，如果退出变

工队将会失去政府的补贴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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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变工队成员怕 “吃亏”的心理，张甩成在成员们田间地头的碰头会

上推动运用变工换算办法，以评估每个成员完成任务的情况。这些任务都记在账

本上，一个圈和半个圈分别代表各成员完成全部或一半任务。但是，变工队成员

仍然不能确定自己的土地能够被正确、按时地经营管理。因此，冲突仍在继续。

外来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决定自己掌控变工队。他们任命张甩成为村庄生产委员会

委员，并让张负责评估土地数量以便向国家纳税。

到１９４４年秋季时，变工队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又有４２户新家庭加入，成

员总数增长为１６１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包括在内 （ＸＤＤ，１９４４）。东丰稔村

有一半以上的村民加入了变工队，同时入伙的还有３２头驴、６头公牛和１７０４亩

土地 （ＸＤＤ，１９４４；ＸＤＸ，１９４５）。从此以后，春天的平整土地、犁地，夏天的

除草、播种，以及秋天的收割、打场和扬场都是需要大家集体干的农活。除此而

外，妇女们还要做手工纺织、送水和打扫街道 （ＸＤＤ，１９４４）。

没过多久，扩大了规模的变工队就陷入困难中。分散的土地不便于派工，严

重的组织管理问题因而产生。最关键的是，组建变工队时很少考虑私人关系，也

没有注意各成员土地投入的差异 （Ｋｅａｔｉｎｇ，１９９７：２１８）。口角和争执也不断发

生。贫农尤其雇工对富农产生嫉妒。一再受到共产党政府批评的投机行为变得日

益频繁，并引发变工队成员之间的互相争吵。比如，一个中农激怒了雇工顾登

科，把其放在地上的黑豆挪移了位置，以便扩大空间晾晒自己的面条。下中农王

增禄和移民郭名义之间同样发生了争吵，最终两人都坚持要退出，认为加入变工

队反而给自己招惹来更大的麻烦，得不偿失 （ＸＤＸ，１９４５）。１９４４年夏天，变工

队召开自我批评会议，这些吵闹者被迫批评自己的行为并继续留在变工队中。不

过，广泛而强烈的反对还是从四面八方涌来：老年人、村干部、地主、富农、中

农及雇工都对变工队产生不满。

为了运用地主张永修的聪明才智，工作队外来干部决定让他加入变工队以便

使这一组织在计算变工和管理上效率更高，此时农民们的反对声浪更加高涨。中

农们激烈地抗议，他们并不认为一个地主能有什么用处，而且害怕张的加入会给

他们带来麻烦并引发变工队解散。工作队坚持声称共产党的群众监督体系可以控

制张永修的行为，同时也能利用他的劳力和技能，但中农并不这么认为，并且抱

以消极抵抗的态度 （ＸＤＸ，１９４５）。当他们不得不在别的成员的田地里干活时往

往迟到早退，以便能护理自己的田地。少数中农甚至公开抵抗命令、拒绝派工并

怂恿其他人拒绝听从指挥 （ＸＤＸ，１９４５）。

妇女们同样也开始抵抗。很久以来，在华北保守和家长专制的社会中，妇女

是男人的私产。俗话说 “男人上县，女人下院”，对于丈夫和婆家而言，妇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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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抛头露面是伤风败俗，破坏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１：７１）。如果妇女在外面有风流韵事，人们便流言四起，在这种情

况下她们回家就会遭到丈夫的毒打以致丧命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

ｄｅｎ，１９９１；６４）。因此，妇女尤其中农家庭的妇女也抱怨工作队和共产党。

社会秩序逐渐变得紊乱，民心在变，人们开始不断猜疑，相互间的口角争执

常常以大打出手告终。由于工作队严厉批评那些制造麻烦的人，互助组成员便开

始在私下里暗自争斗。尽管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抵抗工作队，但他们的消极态度

同样破坏了互助组的内部秩序，致使其难以正常维持下去。

变工队的制度化

为了消除农民们的普遍不满，工作队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强制制定执

行规范农民行为的则例和标准，使变工队走上制度化轨道。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

是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经过检验的解决内部矛盾的典型办法 ［太行区，１９４５
（１９９０）］。

正是在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下，中国革命开始了繁难的进程，一方面共产党强

加给农民变工及其他行为的标准规范，另一方面共产党需要回应农民对共产主义

合作社的普遍抵抗。工作队允许变工队内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并力图建立和确保

对变工队的组织控制与绝对权威。

弗里曼、毕克伟和赛尔登通过观察认为，在１９５０年代的河北省饶阳县五公

村，工作队建立了非私人关系的互助组，且没有区分年龄差别和体力强弱，也没

有考虑成员之间的友谊亲情等私人情感纽带，缺乏相对容易成功的基础 （Ｆｒｉｅｄ－

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１：１６４）。在昔阳县的村庄中，早在１９４０年代

中期建立的互助组同样也没有顾及感情因素，但将劳动效率、性别和社会背景考

虑在内。东丰稔在变工队重组时，还将１９３０年代分裂村庄的各派势力的关系网

络考虑在内 （Ｗｅｉ，２００３：５２１）。互助组被分成三个大组，分别由青年人、成年

人、老年人组成，便于根据每个人的劳动能力分配相应的任务。工作队将每个大

组再分成包括五至六个成员的多个小组，并将它们置于积极分子的核心领导之

下。互助组成员可以在午饭时候讨论解决刚刚产生的问题。为了获得新的合法

性，工作队决定依靠村庄领导并提倡实行村庄民主。新的互助组领袖通过选举大

会产生，张甩成、陈文元、张永昌和张福义成为互助组的新领导，他们开始直接

控制各个小组，特别是由中农组成的那些小组。

除了村庄积极分子的监督外，为了加强对大小组的控制管理，防止个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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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散漫行为，互助组还制定了以下规则：

１．每个成员都必须听从互助组的决定，不能随意以自己的意志行事。

２．除非得到允许，否则互助组成员不能丢下分配的任务而去护理自己

的田地。

３．每个成员要像对待自己的田地一样去照料别人的田地。

４．一旦发生争执，互助组成员不能私底下抱怨，而应在会议上公开陈

述自己的想法。

５．每个成员都必须听从互助组领导的安排。

６．妇女们不能传播流言蜚语。（ＸＤＸ，１９４４；ＸＤＤ，１９４４）

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同样被用来劝阻农民停止自由散漫行为。农民被迫在会

上发表看法和说出自己的委屈 （Ｋｅａｔｉｎｇ，１９９７：６４；Ｓｈｕｅ，１９８０：１５７）①。为

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并控制其行为，互助组允许农民在有限的时间里发言。自我

批评通常每隔十天在整个互助组里进行一次，每隔四天在小组进行一次。

另外，这些会议还提供给互助组成员提升自己组内地位的机会，这对于贫农

尤其具有吸引力。作为七个 “游手好闲之人”之一的贫农田兴栋非常积极地参加

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因而变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积极分子，并被任命为变工队的

核心领导及村庄生产委员会委员 （昔东第四区东丰稔张甩成拨工队总结，１９４４
年１０月１８日）。张宝仪被表扬成为一个艰苦奋斗者，也从堕落的流氓游民和短

工转变为下中农。工作队同时还以直接切实的利益奖励农民的一些好行为。张宝

仪因没有充当落后分子并继续参加互助组而得到一袋粮食的奖励。

提拔贫农和雇工的目的在于为其他村民树立榜样，使他们把自己贡献给党组

织，同时确保一些村庄积极分子对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其他一些游手好闲之人和

贫农也批评自己的懒散是落后行为，并坦白自己从 “吃大锅饭”中利用集体获得

个人利益。他们批评自己害怕加入党领导的互助组进行竞争的畏惧心理，责备自

己反对扩大互助组的言行，同意改编传统的秧歌剧目以便适合于进行群众动员

（ＸＤＤ，１９４４）。为了迫使富农和中农支持合作化运动，懒汉和贫农在一片怂恿声

中表达他们的委屈，批评中农、富农的个人主义及自私行为。例如，在一次批评

与自我批评会议上，一个懒汉指责富农张维喜的剥削行为，讲述张维喜如何责骂

① 纪保宁指出，在陕甘宁边区，政治重建同样意味着在共产党能够控制的范围内给人
民民主留下空间，只要这种民主能够使国家更加强大，就是切实可行的 （Ｋｅａｔｉｎｇ，１９９７：

６４）。Ｓｈｕｅ也指出，在１９５０年代，互助组允许成员们公开、民主地进行讨论与决策，并留出
固定时间让成员们表达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是华中地区官方政策的一个重要改革，见Ｓｈｕｅ，

１９８０：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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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兄弟们和十个孩子没有给张完成除二亩草的任务，但实际上当时他的兄弟和

孩子们是因下雨无法除草而停止的，最后他们被迫没有任何报酬地完成了任务。

另外，张维喜还被指责在饭后就离开了田地而没有指导人们正确地除草。贫农张

臭保也指责了张维喜。工作队想用这些批评向大伙表明，散漫自由和破坏纪律的

行为将会给每个成员带来物质损失并引发分裂。在会议最后，工作队总结这些批

评并指出张维喜的 “沾光”和 “剥削”是落后行为，并要求张通过为大多数人谋

利益并更好地管理各大组来维护共产党的 “群众民主”原则 （ＸＤＤ，１９４４）。

东丰稔和其他一些相邻的村庄多次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和自我批评会议，发动

互助组之间相互竞争，农民的压力由此而来 （ＸＤＤ，１９４４；Ｃｈｅｎ，１９８６：２１４）。

工作队要求农民仿效邻村样板库城村的互助运动，他们在一天之内就强行将小互

助组合并成大组。

在东丰稔村，所有反对互助运动的人都遭到批评，并被贴上二流子、懒汉的

标签，坦白交代自己的反对行为的人被称为 “坦白分子”。他们被迫通过在互助

组中加强劳动来改造自己。一些村干部也被迫交代自己过去关于农业劳动组织体

系的错误思想和消极观点 （ＸＤＤ，１９４４）。由于害怕被贴上 “流氓游民”的标签

并被孤立，那些没有参加劳动互助的人也被迫加入互助组。老年人也被迫承认集

体劳动能够挽救坏人，能把坏人转变成为吃苦耐劳的人，并给村庄带来安宁。所

有的村民都被劝告要好好劳动 （ＸＤＤ，１９４４）。除此而外，工作队还通过对比两

个典型家庭过去十多年的生产状况，对当年的农业生产做出乐观估计。

与东丰稔村从短期互助组向长期合作社转变的过程相似，邻村也有类似的情

况发生。例如在张家庄村，新的合作社在建立时同样得到２００斤粮食的国家补贴

作为合作社开始运转的资本，同时他们还得到减租减息运动中地主富农被没收充

公的财产。移民和积极分子都加入了合作社。成员之一李彦祥，因表现积极而得

到村干部的被没收充公的土地和驴的奖励。他已经成为中农并被任命为村庄生产

委员会委员。李劝说其他两个新中农 （其中一个是他的亲戚）将他们的驴子交给

合作社合伙经营。工作队同时任命工会主席闫小旦为合作社的领导者。几乎所有

村民，包括贫农和移民都被迫加入了合作社。他们在合作社中的份额来自于２００

斤粮食的起始资本。如果大家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合作社会额外给每个人登记等

额的１２斤粮食。他们同时还得到了政府的贷款。张家庄的合作社被分成六个小

组，其中三个小组由移民组成，另外三个小组每组有１２名成员，包括妇救会领

导下的妇女，青救会领导下的青年以及民兵和村干部。总之，合作社共有５４个

成员，几乎囊括了本村所有的村民，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建立了控制机

制。每五天，在领导者闫小旦的监督下，合作社成员进行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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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自己是否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得到多少好处，自己是否吃亏、吃了多少亏

（ＸＦＲ，１９４４）。工作队坚持认为这些会议提高了合作社成员的组织纪律性，因为

他们会因此而约束自己的言行，避免在大众面前丢面子。除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外，临时性的会议常常直接在田间地头召开，以便及时调解冲突与纠纷 （ＸＦＲ，

１９４４）。最后，合作社被置于乐于奉献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监督领导之下

（ＸＦＲ，１９４４）。

１９４４年秋天，工作队已经建立了对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制度化控制管理，同

时允许在小组中存在少量的灵活性。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的控制管理方式虽

以高代价进行，但只能争取成员对合作化运动的微弱支持。如果工作队只采取政

治高压的手段，互助组和合作社最终将散伙，所以必须运用物质激励，才能说服

大多数农民继续留在互助组、合作社里。下面这一部分将讨论，在工作队和农民

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工分体制———１９５０年代计算农民劳动量的前奏———是如何

被引入乡村农业劳动组织中的。

工分体制

在东丰稔村，工作队推动建立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激励机制，这是共产党为

赢得农民支持而设计的一项重要制度。新体制想要通过记录每个成员对变工队的

贡献和投入来建立一个公平的规则，以消除成员怕吃亏的恐惧心理。建立了公平

的劳动报酬机制后，工作队期望成员们可以更加努力地劳动并提高生产力水平。

在实行所谓的工分体制①中，中农对这种新的劳动报酬机制并不满意，工作队在

中农的要求下被迫进行调整。最终，在扩大了规模的变工队中以个人关系组成的

农业小组逐渐盛行。

开始时，工作队采取灵活的办法，将一天分成六晌，每晌都有明确的工分

值，安排有不同的任务 （Ｓｈｕｅ，１９８０：１６５；ＸＤＤ，１９４４）②。领导者张永尚负责

每天的工分评估工作。每个成员所得的工分都记录在账册上。一般的标准是，一

个强壮男劳力劳动一天得１０个工分，妇女和儿童只能算作半个劳力，每天得５

个工分。

①

②

这种工分体制在１９５０年代的农村农业劳动组织中被普遍采用。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Ｓｈｕｅ曾详细描述１９５０年代的一日制工分体制是如何安排的：一天通常被分
为三个时段：早晨、中午、下午，每个时段的劳动都会得到相应的工分，每天的总工分一般
会累加到十分。参见Ｓｈｕｅ，１９８０：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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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分体制并不足以激励成员们努力去提高劳动效率，工作队于是决定

调整成员获得工分的标准，即不但要看劳动的数量，而且要看质量。耕地１亩可

以得到２个工分，１０个工分就可以得到９斤粮食。为了防止争吵，每隔五天召开

一次大会，所有的成员到时都可以发表他们对于已得工分的看法 （ＸＤＤ，１９４４）。

工作队根据每个成员的勤奋和技术来灵活调整每天１０个工分的标准。一些成员

担心，照料别人的田地就会使他们失去在危急时候出卖劳动力以赚取额外收入的

可能性，对此工作队也努力予以考虑 （Ｓｈｕｅ，１９８０：１７７）①。工作队反复强调，

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劳动，他们都会从一个更大的 “蛋糕”中获得好处，也就有能

力购买农具，大家的整体收入就会增加。合作社每次都在与各组商量讨论完毕后

将任务分配下去 （ＸＤＤ，１９４４）。这种根据完成任务情况分配工分的办法在１９５０

年代被称为 “评分活制”（Ｓｈｕｅ，１９８０：１６６）。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Ｓｈｕｅ注意到这种体制很

难执行且存在潜在的分裂倾向，因为它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检查每个人的工作以

保证没有人欺骗，而且每个人都能很好地完成工作 （Ｓｈｕｅ，１９８０：１６６）②。

另外，为了赢得妇女的支持，工作队决定实行男女平等，给妇女与男劳力同

样数量的粮食 （ＸＤＸ，１９４５），但妇女们干的活一般都被认为是次要的。在太行

山脚下的十里店村，柯鲁克夫妇观察到，男人们并不同意妇女劳动一天得到７个

多工分，因为他们自己辛苦一天才能拿到１０个工分 （Ｃｒｏｏｋ，１９５９：７０）。妇女

们的小脚确实使她们行动不便，即使放脚后依然如此。运输粮食、担水和挑肥，

或者干一些其他的重活，对于她们来说都很困难，但在除草、收割等农活中，妇

女们很快显示出和男人一样的劳动能力 （Ｃｒｏｏｋ，１９５９：７０）。尽管如此，丈夫和

婆家还是很可能通过毒打从田里劳动回家的妇女来阻止她们劳动、破坏男女平等

规则。为了缓和与丈夫的紧张关系，妇女们在执行任务时以敷衍的态度来消极抵

抗。不过，工作队还是继续坚持男女同工同酬原则，给妇女田间管理和扬场的劳

动１０个工分，而不是５个 （ＸＤＸ，１９４５）。

工分体制没有将中农土地和役畜的较多投入考虑进去 （Ｓｈｕｅ，１９８０：

１６７）③。中农要求加大土地分红的份额，并在别人田地里干活时拖拖拉拉，直至

要求得到满足。接着，其他较为贫穷的农民则想增加劳力分红的份额，并在中农

①

②

③

华中地区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参见Ｓｈｕｅ，１９８０：１７７。

在１９５０年代的华中地区，互助组往往在县、村等干部的压力下，将妇女的工分提高
至与男劳力相同的九分或十分。参见Ｓｈｕｅ，１９８０：１６６。

在１９５０年代的华中地区，政府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这是值得注意的。Ｓｈｕｅ指出，几
乎没有哪个农民可以彻底完全地精通各种农活……因具有特殊才智或技术而获得更高评价的
人比那些并不需要特殊技巧但却终日辛勤劳动的人获得的报酬更多。参见Ｓｈｕｅ，１９８０：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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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地里干活时应付了事。田兴栋抗议说，他干活非常卖力，所得工分不应该是

８个，而应是标准的１０个，并威胁说如果不增加他的工分就停止劳动。工作队

要求他更加努力地劳动，并答应他如果能够做到就给他更多的工分。中农们坚决

反对在田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认为照顾田的自私行为对大家是不公平的。

他们利用共产党的 “群众民主”原则，赞成大多数人的关于工分评议的共同意

见，并一再要求取得更高的土地分红的份额。工作队认为害怕被欺骗是没有任何

道理的，因为党的群众监督体制能够使村民互相监督。

尽管如此，变工队在１９４４年秋季还是出现了解散的迹象。最终，工作队同

意中农的增加土地分红份额、根据每家每户的投入来调整工分的要求，并将所有

投入都详细记录下来。接着，中农又进一步要求，他们在任务分配和组织互助上

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坚持要与传统的互助组织相一致，将五个左右的成员

缩小至两到三个；而且认为目前的管理办法太复杂，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比如当劳力从除草转到播种粮食时，工分换算就是如此。工作队拒绝了这些要

求，声称工分体制在如此小规模的组织里根本无法运转，并决定更多地依靠没有

役畜的懒汉和贫困农民，增加他们的劳力分红份额。

后来，工作队将评分活制改为按件计工，后者在１９５０年代中国的大部分地

区被普遍采用 （Ｓｈｕｅ，１９８０：３０２），其在东丰稔村的运转情况如下。与共产党的

意识形态相符合，工作队认为贫困农民具有天生的、巨大的革命潜力，这在他们

的辛勤劳动中已经显示出来。为了鼓励懒汉和贫困农民更加努力地干活并赚取更

多的工分和粮食，工作队答应根据他们在田里干活的数量和干活时的天气条件来

分配工分 （ＸＤＤ，１９４４；ＸＤＳ，１９４５）。在１９５０年代，报酬体系基本以劳力为基

础，以鼓励农民努力劳动和取得更高的产量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Ｓｅｌ－

ｄｅｎ，１９９１：１６５～１６６）。早在１９４０年代中期的东丰稔村，手工业生产者需要花

费大量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往往会在市场价格上获得一定的补偿。为了消除贫农

被欺骗的担心，工作队答应优先耕作他们的土地，并保证个人主义的中农也将会

在党的群众监督体系下正确并按时地完成任务。另外，懒汉和贫农也被免除来年

给中农施肥的任务 （ＸＤＤ，１９４４）。

但是，大多数中农的消极抵抗使变工队难以正常运转。为了维持变工队并避

免向上级宣告失败，工作队接受了中农的要求，被迫答应变工队各大组分裂为四

个小组，每个小组包括两到三个有亲戚或邻居关系的成员。妇女们在做一定的农

活时也可以与近亲一起劳动，比如打场 （ＸＤＤ，１９４４）。同时，工作队决定建立

由选出来的积极分子和乐于奉献的村干部组成许多小的核心 （称 “核心组”或

“基本组”），严密管理变工队成员 （ＸＤＤ，１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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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向中农让步和对合作社的制度化控制在相邻村庄同样可见，例如在桃

躯，村庄建立的劳力合作社最初吸收了全村几乎一半的人口，但由于中农的消极

抵抗，上级最终同意在合作社内部建立１７个规模较小的小组 （分属于８个分队、

３个中队）。各小组的个人关系受到共产党监督体系的严格控制。来自群众组织

和民兵的积极分子与村干部严密管理这些小组，每逢十日由社长召开包括积极分

子和村干部的会议，报告各小组的活动情况；中共的调解机制进一步加强了对各

小组的控制，党任命一名指导员为长期调解人并建立开会制度。共产党建立监控

体系的目的在于改变私人关系和日常行为，每逢五日分队长召集小组长和组员开

碰头会，与会成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对工分进行评议 （昔阳县政府，１９４５）。

结　　论

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共产党领导中

国走向集体化道路能力的重要考验。观察由代理人在受一定环境、结构和政治等

因素约束下建立起来的合作化模式可以发现，合作社并不利于形成毛泽东所称赞

的农民革命。在昔阳县，结构性的限制到处都是：缺乏肥田和其他的自然资源；

土地租佃率较低；自１９２０年代开始呈现出的结构性的低水平平均；仅能维持生

存、劳力集中和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几乎全部由雇佣农民组成，他们比华北其他

地区的农民更加穷困；依附于家庭私有财产和小农经营是农民的价值观念和传统

的生活方式；相互帮助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这些结构性因素可以解释：黄

宗智所称的商业内卷化以及从２０世纪开始的华北地区的商品化导致的资本积累

为什么没有带来农业的发展，而只是有利于少数商业高利贷者和经营地主。这样

的内卷化过程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农民关心的首先是赚取更多的钞票，参加互助组

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生存 （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１：３２６）。

外来干部并未能成功地建立长期性互助组，失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干部们

自己并不加入其中 （刘岱峰，１９４３）。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设法监督、管理、控

制互助组，甚至将传统的互助组改变为符合共产党组织行为标准要求的大规模互

助组。失败的其他重要原因还有，外来干部强行扩大互助组织的规模，实施的劳

动报酬机制引发了农民之间的相互猜疑。因此，互助组在外来干部的控制管理下

常常陷于分裂 （Ｎｇｏ，２００７：１７４）①。可以说，国家干预是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关

① 山西东南部的屯留县有相同的情况发生。见Ｎｇｏ，２００７：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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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性因素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５６）①。

东丰稔村与昔阳县其他村庄、山西省其他县份及华北其他地区的合作化运动

基本相同。开始时，共产党干部鼓励村庄积极分子利用传统的互助协作形式领导

农民建立互助组 （Ｗｏｕ，１９９４：３２２；Ｋｅａｔｉｎｇ，２０００：２６；Ｎｇｏ，２００７：１７４）。

到了１９４０年代中期，互助组逐步实现制度化，在此过程中共产党的行为规范准

则作为互助组的基础在华北乡村社会普遍建立，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是共产

党运用的重要工具，互助组中的私人关系也受到共产党积极分子的控制。

为了在东丰稔村将合作化运动发展下去，工作队必须回应农民的要求，这使

得革命进程呈现出繁难的特点。合作化运动的制度化不只是单向强制灌输共产党

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而且还是工作队和农民之间的双向交错互动。为了回应农民

的抵抗并推动合作化运动向前发展，工作队既运用高压政策的 “硬”手段，召开

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又采用说服的 “软”措施，推动建立劳动报酬体系的激励

机制。在具体的进行过程中，合作化运动遇到了很多困难，也遭到了农民的抵

制。贫农和中农首先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土地和利益，共产党的群众监督体系不

能消除农民怕被欺骗的持续不断的恐惧，也不能使农民完全相信变工队成员会用

心料理别人的田地。中农政策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太行区党委已在１９４２

年认识到这一点 （Ｇ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１：２８）。这项政策虽在短时期内无法完善和实

现系统化，但最终还是被工作队采用，以便回应中农的抵抗。

繁难的革命进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农业劳动组织的复杂体系的形成，

使得共产党的监督管理和劳动报酬体制与农民的互助传统结合起来？事实上，互

助组、合作社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留给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农民小范围内互助

合作的自治程度。家庭农业劳动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动共产主义合作形式的

发展是关键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Ｍｙｅｒｓ，１９７５：２６１～２７７）。然而，作为

共产主义农业合作化政策和实践的起源，发生在昔阳县东丰稔村的合作化运动实

质上成为１９５０年代农业集体化期间农村社会变革的序曲。

① 抗战后，昔阳县的合作化运动得到了积极分子和劳动英雄的推动，他们在一些重要
村庄包括东丰稔、东冶头、车寺村等被官方树立为劳动英雄和模范。到１９４６年时，昔阳县

２３．８％的人口 （３４，７６８人）参加了全县９２％的行政村建立的２０７个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得到
共计１２９１．３万元的国家资助。到１９４７年，合作社包括８１．９％的家户、９３．７％的劳动力和

７４．４％的牲畜 （昔阳县志，１９９９，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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